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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有助于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吗？
——基于地区教育投入水平视角的检验
廖义刚  杨雨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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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 稳健性检验
1. 基于“新机制”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为更有效地识别地区教育投入与企业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因果关系，借鉴胡咏梅和卢珂（2010）的研究，以2005年12月国务院开展的“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以下简称“新机制”改革）为外生冲击
，进一步考察增加地区教育投入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具体而言，以2003—2009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为研究样本，根据不同地区企业受“新机制”改革冲击的具体情况，设置受改革冲击更为明显的西部农村地区和部分提前进行试点的中东部农村地区的工业企业为处理组样本，运用PSM方法从位于其他非提前试点的中东部农村地区的工业企业中筛选对照组样本
，构建Generalized DID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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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1）中，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Wagei,t=ln（企业当年主营业务应付工资总额/年末从业人员总数），以企业所在县的职工平均工资进行标准化。Treati为处理变量，定义为样本期间位于西部农村地区和提前试点的中东部农村地区的工业企业取值为1，样本期间位于其他中东部农村地区的配对样本取值为0。Postt为政策冲击变量，定义为2006年之前取值为0，2006年及以后年份取值为1。Controli,t为控制变量，μi 和 γt 分别表示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扰动项。此外，采用事件分析法（Event Study）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定义Reformi,t为当企业i所在地区在2006年当年及以后年份进行了“新机制”改革时取值为1，否则为0。表Ⅰ1显示，Treat×Post与Wage均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新机制”改革的实施降低了辖区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再次证实增加地区教育投入有助于缓解企业的人工成本压力。表Ⅰ2显示，在“新机制”改革实施之前，回归系数 δτ 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试点地区企业与非试点地区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变化趋势相同，满足平行趋势的前提假设。
表Ⅰ1  “新机制”改革与企业劳动力成本
	
	Wage

	
	（1）
	（2）
	（3）
	（4）

	Treat×Post
	-0.0476***
	-0.0933**
	-0.0951**
	-0.0961**

	
	(-4.4273)
	(-2.4477)
	(-2.1706)
	(-2.520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Firm
	是
	是
	是
	是

	Year
	是
	是
	是
	是

	County
	
	
	是
	

	Industry
	
	
	
	是

	R2
	0.1828
	0.2438
	0.1816
	0.2447

	观测值
	215042
	10638
	15788
	10638


注：County和Industry分别表示县级和行业层面固定效应，第（1）-（4）列分别为未经PSM的回归结果、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县固定效应以及行业固定效应的PSM-DID回归结果。*、**、***分别代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T值，使用经过公司层面cluster调整的稳健标准误进行统计推断。

表Ⅰ2  平行趋势检验
	
	Wage

	Reform-3
	-0.0362

	
	(-0.6167)

	Reform-2
	-0.0496

	
	(-1.0860)

	Reform0
	0.0189

	
	(0.6227)

	Reform+1
	0.0119

	
	(0.3552)

	Reform+2
	-0.1946***

	
	(-5.0973)

	Reform+3
	-0.1863***

	
	(-4.4303)

	控制变量
	是

	Firm/Year
	是

	R2
	0.1817

	观测值
	16038


注：*、**、***分别代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T值，使用经过公司层面cluster调整的稳健标准误进行统计推断。
2. 工具变量回归
为减少因地区教育投入和企业劳动力成本同时受某些难以观测特征影响而导致的内生性，借鉴陈硕和高琳（2012），赵曼和王玺玮（2017）的研究，构造“财政分权度（FiscialDecent）”和“唐代至清代年间的地级市书院数（Academy）”工具变量
进行检验。具体而言，定义FiscialDecent=公司注册地所在地级市的预算内财政收入/该市的预算内财政总支出；Academy=Ln（公司注册地所在地级市在唐代至清代年间拥有的书院数量）。表Ⅰ3显示，加入工具变量后地区教育投入与企业劳动力成本依然显著负相关。
表Ⅰ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ZXProfe
	LnWage
	PrimProfe
	LnWage
	EduExpend
	LnWage

	ZXProfe
	
	-0.8318***
	
	
	
	

	
	
	(-3.1439)
	
	
	
	

	PrimProfe
	
	
	
	-1.4037***
	
	

	
	
	
	
	(-3.3285)
	
	

	EduExpend
	
	
	
	
	
	-0.1147**

	
	
	
	
	
	
	(-2.2312)

	FiscialDecent
	-0.0515***
	
	-0.0354***
	
	-0.0736***
	

	
	(-7.8105)
	
	(-9.5606)
	
	(-4.0366)
	

	OtherEducation
	0.0170***
	
	0.0091***
	
	0.3112***
	

	
	(7.7120)
	
	(7.3693)
	
	(24.152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3750
	0.4321
	0.4892
	0.4373
	0.8935
	0.5352

	观测值
	5987
	5987
	5987
	5987
	5987
	5987

	相关性检验：
	

	Shea’s Partial R2
	0.0213
	0.0261
	0.0893

	F值
	64.4382
	79.6240
	295.5330

	外生性检验：
	

	Sargan chi2(P-value)
	2.0860 (0.1487)
	 1.1241 (0.2890)
	1.9236 (0.1655)

	Basmann chi2(P-value)
	2.0724 (0.1500)
	 1.1166 (0.2906)
	1.8568 (0.1730)


注：*、**、***分别代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T值，使用经过公司层面cluster调整的稳健标准误进行统计推断。
附录Ⅱ 拓展性研究
既有研究显示，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实体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增加金融资产配置、减少实业投资等方式应对高昂人工成本产生的制约（李亚鹏和李成，2021），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问题更加凸显。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检验地区教育投入的增加能否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进而缓解企业的“脱实向虚”问题。具体而言，定义企业金融化程度Finance=（货币现金+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总资产。表Ⅱ1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增加教育投入弱化了劳动力成本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正向关系，从而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脱实向虚”问题。

表Ⅱ1  地区教育投入、劳动力成本与企业“脱实向虚”
	
	（1）
	（2）
	（3）
	（4）

	
	Finance
	Finance
	Finance
	Finance

	lnWage
	0.0131***
	0.0051
	0.0043
	0.0070*

	
	(5.3293)
	(1.2327)
	(1.0175)
	(1.8767)

	ZXProfe
	
	0.2383**
	
	

	
	
	(2.3130)
	
	

	lnWage×ZXProfe
	
	-0.0199**
	
	

	
	
	(-2.1928)
	
	

	PrimProfe
	
	
	0.2967**
	

	
	
	
	(2.8150)
	

	lnWage×PrimProfe
	
	
	-0.0245**
	

	
	
	
	(-2.5858)
	

	EduExpend
	
	
	
	0.0260**

	
	
	
	
	(2.7438)

	lnWage×EduExpend
	
	
	
	-0.0021**

	
	
	
	
	(-2.298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R2
	0.7977
	0.9349
	0.9350
	0.9317

	观测值
	9919
	9919
	9919
	9919


注：*、**、***分别代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T值，使用经过公司层面cluster调整的稳健标准误进行统计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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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要求西部地区和少数中东部困难地区自2006年起、其余中东部地区自2007年起，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


� 处理组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内蒙古、广西11个省份，对照组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河北、海南10个省份。选取的匹配协变量包括县人均GDP、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县中小学学生数等。


� 相关性方面，当地方政府具有更高的财政分权时，为满足GDP增长目标其有强烈动机安排更多生产性财政支出，从而降低了地区教育资源配置水平，同时，一个地区历史上的教育支出变化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故唐代至清代年间的地级市书院数与地区教育投入水平之间显著相关。外生性方面，各级政府的财政分权度具有较强的外在宏观约束，较少受微观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同时，历史上特定时点的书院数量基本恒定，不随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此外，财政分权度与历史书院数除影响本市教育经费支出，基本不存在其他影响企业劳动力成本的渠道，故满足工具变量排他性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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